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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转向”与现代境况下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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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时代，不仅语言构成了哲学的

核心论题，而且世界与实在的秘密被认为最终深藏在语言的秘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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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思想进入到了一个被称之为“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时代，不仅语言构

成了哲学的核心论题，而且世界与实在的秘密被认为最终深藏在语言的秘密里。维特根斯坦

断言：“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
[1](p38)

L·卡恩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1996）一

书的导言中，也明确写道：“对于语言的、最终是对文化的研究，在取代先前对所谓的逻辑、

自然或自我的文化源泉的研究。”
[2](p7)

在《哲学的改造》中，阿佩尔索性把从意识哲学到语

言哲学的转变视为哲学在现代所经历的根本性范式转换。语言的转向作为一种现象，已经为

人们所熟知并接受，但是，它折射出来的文化信息是什么？这一转向如果作为现代现象的一

个构成部分来理解的话，它表明了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处境呢？换言之，语言的转向之所以可

能及其存在意蕴是什么？这些，都还没有得到深入的考察。本文试图表明：“语言的转向”

既标示着现代意识中语词（符号）世界在实在序列排序中的位置变化，也意味着人类的解放

已经被放置在一种新的形式面前，我称之为“语言的解放”，它是人的解放在发达的现代社

会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所谓“语言的转向”其实质是新的思想论题的发现：如何从语词（符

号与观念）世界的奴役中解放出来。 

 

一、 语词世界与实在世界：从合一到分离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宗教与神话的力量影响着人的意识与行为，语言被赋予了一种神圣

的魔力，词语不是被视为实在的命名或名称，其自身就被理解为实在。语言所构建的世界不

是被放置在实在世界之外，而是被作为实在世界的构成部分。卡西尔指出：“所有的言语结

构同时也作为赋有神话力量的神话实体而出现；语词（逻各斯）实际上成为一种首要的力，

全部‘存在’（Being）与‘作为’(doing)皆源出于此。在所有神话的宇宙起源说，无论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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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根源到多远多深，都无一例外地可以发现语词（逻各斯）至高无上的地位。”
[3](p70)

语词的

实体化对于人类心灵活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语言中固有的精神力量得以从中被

理解的第一种形式；语词首先必须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而后才

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想的工具，一种心智的求知原则，一种精神实在的建构与发展中的基本功

能。”
[3](p83)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事物是在语言中发源的，无论是《圣经》“泰初有言（道）”

还是《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都表明了原始的“神话制作意识”

（mythmaking consciousness）中隐含着的事物起源于语言的世界观：“实在之物的潜能即

寓于其名称之中”，名称不仅指称其对象，而且就是其对象的实质，名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同

一性。
[3](p31)

这就是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如果不是创造者本身，也是创造

得以展开的重要资具。
1 

随着人类文化走上理性化的道路，随着宗教世界观的逐步解体，语言的魔力也渐渐解除，

它不再被视为实体，不再被理解为实在世界的一个部分，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表达实在的工具，

一种对于实在的命名与摹写。换言之，在启蒙时代的理想中，从神话与宗教的奴役中解放出

来，就是要解除宗教与神话在事物与语词之间所建立起来的联接，一旦这种联接解体，语言

就失去了作为自然实在的意义。于是，在词语世界与实在世界之间，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

在神话时代没有被意识到的分别——真实与虚幻的分别，更确切地说，在真实性意识的等级

序列中，语言失去了它在神话与原始宗教中所具有的优先性和创造力。对于神话时代的人们

而言，语词与实在是同一的，语词不是人所能创造的，而只是人所使用的东西，由此，词语

的使用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在实在世界之外增加任何东西，只是实在本身的揭示方式。在这样

一种脉络中，不会发生词语世界是否真实的问题，因此也不会发生人为构建的语词世界或观

念世界对于人类本身的奴役问题。语词世界对于古代世界观而言，不是制作的对象，而是敬

畏和刻苦钻研的对象。在古代思想世界中，对于语词的使用总是为一种节制(moderation)

和审慎（prudence）的态度所主导，通过语言而进行的工作不是被理解为一种创制或造作，

而是具有一种“述而不作”的性质。但是，在神话与宗教世界观解体的过程中，由于在古典

时代被赋予创造者角色的上帝的形象被移植到人那里，人成了主体，世界成了被表象的图景

或客体。
2
这就导致了如下的现象，语言或语词的世界也被视为作为创造者的人的成就。这

样一来，语言在现代世界就被理解为人的创造活动所使用的工具。与这种图景相应的是，语

言不是实在，而是思维或思想的表达，而思想观念本身又是实在的摹写或反映。这样，在现

代人的实在序列中，语词的世界就被放置到了末端，它的真实性的系数取决于它所表现的东

西与自然实在相符合的系数。语词世界的真实性最终要由思想的真实性尤其是自然实在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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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来检验。如是，语言在现代思想中具有了双重意义，它既是开敞存在的方式，也是遮蔽

存在的方式。 

通过语言，现代人形成了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客观视域或理论视域。换言之，语言构成了

主观的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个界限。在神话时代，语言并没有承担上述界限的功能。古典时

代的人类在对自然与世界的感知中，深沉地感受到了自然的幽玄性与人的有限性，“从起源

上看，‘无限的直观’构成了全部有限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必要的补充，后来的神话的、

宗教的、哲学的表达的雏形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于‘无限’给我们感官带来的重负之中，并且

这种重负是我们一切宗教信仰的最初的和真正的源头。”
[4](p23)

但是，在近现代思想中，语言

以及它通过语词所构建的世界，越来越具有相对于自然客体的主观的意义。因为，对于现代

的世界观来说，借助于语言而展开的说话与思维，并不是行动，语词、观念与理论的东西奈

何不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具有自在性和客观性。通过语言的中介，主观世界与客观

世界得以分离。语言总是向我们展现出一种严格的逻辑特征，它的强化对于文化的理性化过

程发生了巨大的作用。通过语言建构的世界，被理解为人类塞进事物中的东西，我们所认识

的，毕竟是我们语词所建立的世界：“我们关于事物能在验前知道的只是我们自己所放进事

物里的东西”，
[5](p18)

它显现的只是语言的逻辑本性，至于自在之物或者说真实的事物本身并

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就是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所达到的结论。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

表述把语词的世界与实在的世界明确而彻底地加以分离，语词的魔力让位于理性与逻辑，语

言在此成为人类表达思想所采用的工具，它所构建的世界与真实的存在本身具有显著的差

别。这就是现代性早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语言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从古典到现代，语词与实在的关系经历了从合一到分离的过程，而作为这种分离之底蕴

的，其实是真实性观念的变化——人们对于语词的信任程度愈来愈低。而这又意味着文化程

度的提高，必然伴随着实在本身层次、深度与复杂性的提高。语词与实在的分离意味着能指

与所指的分离，而所指本身又进一步与自在的实在本身分离，因为，在文化的过程中，所指

再也不可能是自在的实在，它成为文化的构造。这样，对于现代人而言，实在通过语言和文

化的作用，至少具有了三个层次：事物本身、作为语言所指的这个事物以及这个事物的语词。

3
从这个视角来看，文化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人们通过语词来装饰（甚至是掩盖）实在（包括

自己）的技艺的提高。这就引出了语词世界是否真实世界的问题。 

 

二、 语言的牢笼与观念的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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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晚期现代性意识中，语词世界不仅仅不再被理解为一种主体设立的主观世界，

而且，它还位于实在序列之始。对于这一时代的人们而言，早先运用语言分化主观与客观的

观念对于理解人类的处境已经不再是充分的。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东西比语词世界对于人

类的影响更为强大的了。从功能性的视角而不是实体性的视角来说，语词世界恰恰是唯一真

实的实在。这一论断必须与现代性逐渐凸现的它自身的如下本性联系起来，这就是通过文化

来确立价值的意识的高度膨胀以及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的封存与终结。在人的视野中，所有的

只剩下人化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通过语词表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赫尔德林所谓的“语

词破碎处，无物存在”倒成了铁的事实；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

界的界限”，
[1](p79)

构成了现代人类面临的真实处境——暂不管二人所欲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能指”与“所指”的视角取代了实在自身的视角，现代人所谓的实在变成了古代人所谓的

“所指”。 

这本身乃是一个吊诡的事实，科学时代的理性虽然导致了语言与实在的最终分离，但同

时，也正是它赋予了语词世界以根本的真实性。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现代世界把人与

语言（符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人完全生活在语言符号的世界里。高度发达的

信息、四通八达的媒体、铺天盖地的广告、无所不在的计算机……人类生活在符号语言的统

治中。这虽然只是“物质性的语言”或者说“语言的物态化”，但是它已经足以使人类困惑

何谓真实的存在。语言的力量比任何一个时代的作用都显得无比巨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

詹姆逊在他的著作中所表明的那样，语言真正构成了一个“牢笼”。对于詹姆逊而言，语言

必须作为人类思维的又一个新的模式来理解，如同经典力学、有机体、场所理论曾经所是的

那样。“以语言为模式！按语言学的逻辑把一切从头再思考一遍！奇怪的倒是过去竟不曾有

人想到这样做过，因为在构成意识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因素中，语言显然在本体意义上享有某

种无与伦比的优先地位，尽管其性质尚待确定。”
[6](p2)

语言的优先地位与现代生活中蕴含着

的文化信息联系在一起，詹姆逊指出，“用语言作模式或以语言为比喻的更为深层的理由必

须在是否具有科学性或是否代表科技进步这些问题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实际上，它就在

当今所谓先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具体性质之中。这些国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世界图像：

在那里，真正的自然已不复存在，而各种各样的信息却达到了饱和的程度；这个世界的错综

复杂的商品网络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符号系统。因此，在把语言学当作一种方法和

把我们今天的文化比作一场有规律的、虚妄的恶梦之间存在着非常和谐的关系。”
[6](p4)

我们

整天面对着语言符号，语言符号无孔不入，进入我们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真正成为语言

符号的表达者，但又不是人在言说语言，而是语言符号在通过人的言说来“确证”自己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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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为，在这个时代，人在语言面前不再能保持其曾经所是的主体位格，在很大程度上，

语言符号控制了人。这就是人的现代处境。 

另一方面，语言的实在性来源于语词世界——观念世界对于现代世界的巨大影响。语词

世界作为人为虚构建造的世界，通过权力等的保障，占据着人们的意识与思想，它比原本所

谓的实在的世界显示出了更大的力量与潜能。政治的神话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卡西尔在他的《国家的神话》中指出，在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中，最令人惊恐的特征就

是新的权力——神话思想的权力的出现。
[4](p3)

现代的政治家把两种不同甚至互不相容的功能

集于一身，他们“既以巫师又以手艺人的身份去行动。他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和神秘的新宗

教的牧师。但他在保卫和宣传这种宗教的时候，又进行得有条不紊。他并不寄希望于机遇，

每一步都做过很好的准备和谋划。正是这种奇特的结合成了我们政治神话的一个最为鲜明的

特征。神话一直被描述为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和自由想象的产物，但在这里我们发现，神话是

按照计划来编造的。新的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

匠编造的人工之物。它为二十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

新的神话技巧。从此以后，神话可以在与任何其他的现代武器（譬如机关枪和飞机）同样的

意义上以同样的方式被制造出来。这是一种新东西，并且是一种从根本是那个来说十分重要

的东西，它已改变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整个形式。”
[4](p342-343)

所谓政治的神话其实就是意识形态

的制造，就是通过观念（语词世界）进行统治的技艺。 

牟宗三先生在其《政道与治道》一书中，有四章专论“政治神话”。在他看来，现代政

治神话与它的古代形态——神性与魔性混杂但以魔性为主导的英雄主义政治不同，它意味着

一种“概念的”政治或者“主义”的政治。这样一种政治把语词的世界与实在的生活世界颠

倒，并把后者虚无化，从而能够以观念世界来彻底摧毁后者，取代后者。例如，现代有些类

型的政治神话以把“人的生命客观化，大公化，客观化到概念（语言）上去”为目的，人被

提升到观念的层面上去，在这里，以身殉“道”（语词与观念）的庄严崇高的神性宗教情操

下掩盖着的是“极端狠愎、诡诈、漆黑、虚无之魔性”。在这种政治神话中，“人民不是具体

的，现实的，人格价值的，有生存权利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的，中性的阶级，类名，或

者是未来的影子。所以把这一代都杀掉，也在所不惜。他们的杀不是张献忠的杀，而是依照

他们的概念去杀的。这才是最深微的魔性。他们的概念、党，领袖，都是神性化的，然而却

是神魔混杂的神性化。这才是真正的政治神话。”
[7](p63-88)

神话本来是集体欲望的表达，在政

治神话中，个人的理性的与个体性的特征丧失了，个人的存在融入到集体的欲望中，这就有

助于把意识形态不再作为语词的世界，而是作为实在的世界，作为行动的根源与动力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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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来。意识形态将所有的事实组织成一种可以为语言所完全穿透的绝对的逻辑化过程，在这

里，没有不能被知悉的东西，只有没有实现的过程，因为，构成意识形态中心的，不是其他，

而是语言自身的逻辑本性。正是通过它，存在被上升到逻辑的、概念的高度。 

意识形态是近现代政治中的一个现象，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现行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体

现，更为主要的是，它包含着一种牟宗三所谓的“观念的灾害”。
[8]
一旦人们为虚假的存在

观念所奴役，“观念的灾害”就是难以避免的。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观念的灾害”

带给人类的灾难更为严重的了，更为可悲的是，它是人类自己带给自己的灾害。当人们坚定

地沉迷于某种人为设定的存在“理想”时，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决断已经不能参与他们的存

在形式，他们的存在反而为一种外在的观念所奴役。政治的神话所具有的观念的灾害比技术

层面的武力镇压的隐患更为巨大，它或者是“杀人于无形”，或者是“以理杀人”。利用语词

所建构的世界，利用未来的名义，利用美好与正义的名义，引导人民否定并自毁当前的自己

与世界，牺牲或奉献当下的生命存在作为对于未来乌托邦的献祭。在政治神话中，正是正义、

幸福与美好的语词而不是其他的东西颠覆了正义、幸福与美好本身。在政治的神话中，语词

的世界统治着现实的世界，它作为一种强大的势力，无法否定它的真实性。只能说，与自然

实在的世界相比，它具有更高一级的实在性。语言在此构成了一个具有奴役性质的巨大牢笼。 

这一语词的统治借助现代技术更是春风得意。随着现代技术的凯歌挺进，历史本身在古

代所原有的对于语词的“淘汰机制”也被摧毁，人类进入到一个机械复制与技术保存的时代。

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可以通过人工的方式保存下来。这就是的古代人自信的如下言

述不再有效：“凡是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都是通过历史的检验的，都是真正优秀的作品。”

这样一来，传统的东西不再仅仅是温和的面目，同时它的狰狞的一面也显示出来了。古代史

家书写历史事件的“微言大义”或者“显白说辞”中的隐含着的“隐微说辞”就不再被注意，

除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外，追求历史真实性的现代理想更深一层地让我们逼近了历史的黑暗

的内核，这样，历史书写的“正人心、易风俗”的教化意义淡化了。而历史书写中的语词所

构建的东西也为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找到根据。缺少了古代世界历史书写的审慎与节制的态

度，又增添了现代性的创造的意识形态的激发，语词的世界的泛滥，已经使人们很难区分真

假。或者说，真假的框架本身已经不再有效。所有的可能性都被视为一种正当的地方性视角。

在这里，文化与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沉重的担负。因为，它们构成了语词世界的一部分，而语

词世界的高度膨胀，最终导致了原有的真实性理想的埋葬。 

 

三、语词的奴役与语言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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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论，语言在现代已经成为一种奴役的最为根本的形式。这种奴役不同于自然界的

奴役，不同于宗教神话的奴役，也不同于生产关系对人的奴役。作为一种未曾被充分关注的

奴役方式，它具有如下的特点，它控制的是人的思想与意识，通过思想意识控制转而去控制

实在。而且，这种控制与压迫又恰恰是以非压迫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通过语词世界来利用

与引导人们，充分调动人们的“主体性”。因此，语词的压迫具有更为隐蔽的表现形式。 

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思考，当我的世界的界限仅仅是语言的界限，这意味

着什么？当“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又意味着什么？它体现的是现代人类的真实存在境

况。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更为深切地理解所谓语言的转向所蕴含着的文化意义。 

在所谓语言的转向中，哲学成了语言的批判，成了文化的批判，而不再是对逻辑、自然

与自我的文化探源，换言之，不再是对于语词以外的实在世界的探究，而成为对于语词所构

筑的世界以及语词构筑世界的技艺的探究。这是因为，语词世界在现代远比原本所谓的自然

实在更为实在，它构成了人类处境中最基本的方面。文化与传统本身成了批判的对象，哲学

本身成了一种治疗活动。这意味着，语词世界已经成为侵入现代世界这一巨型计算机的一种

病毒。语词的病毒只有通过语词才能治疗。对于传统与文化在现代处境下加以批判，成为清

理语词的病毒的一种不得不实施的方式。在古典时代，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于古

典（传统与文化）的回归，但是，在传统与文化成为担负、语词世界已经能够遭遇怀疑的现

代，思想解放运动只能通过对于传统与文化的批判、治疗或革命来达成。因为，传统与文化

作为语词建构的世界，也已经构成一种自在的力量，它不再为人所能制约，相反，它制约着

人的存在。它虽然并非没有解放的潜能，但也同样具有奴役人的巨大力量。 

当然，语言的转向是个复杂的事情，在现代哲学中，语言被转向了不同的方向。以罗素

所代表的英美分析哲学重视的是语言本身的逻辑特性，力图扩大语言的逻辑功能，试图通过

语言工具的理性特征的强化，扩大对于语词所建构的虚幻世界的揭露与批判功能。但是对于

逻辑的过分依赖本身，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意识到的那样，也是一种压迫的形式：制造受害

者与杀人者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恰恰是其内在的逻辑性，逻辑推论的自我强制力量，

导致了个体在独自孤立的状态中反对所有的其他人的可能性——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逻辑

性的暴政”。
[9](p473)

事实上，语言转向的另一条道路，欧陆哲学以及维特根斯坦所代表的方向，

正是要把语言本身从逻辑法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以恢复语言与生活形式之间的原初的连

接，语言应该被放置在生活形式与文化形式的层面上加以理解。 

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的转向意味着一种“语言的解放”的旨趣与要求。在新的时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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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由于语言的奴役与统治已经构成最为基本的压迫形式，所以，人的解放的类型也已发

生了变化，“语言的解放”已经成为人的解放的最为基本的形式。能否从语言的奴役或观念

的灾害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它绝非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位于人的解

放的最深处也是最底层。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我们就不会把语言的转向视为哲学与文化的

历史演进中的一条现成的先在规律，而后者正是我们在理解“语言的转向”问题时，常常不

自觉地、最容易陷入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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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圣经》诺亚方舟的故事，丢卡利翁从地上捡起石头并把它们扔到背后，于是，从石头中就诞生了包

括男人和女人的新的种族。而通过马科斯·谬勒的比较语言学研究，整个故事变得非常容易理解，这就是

说，整个故事原来纯粹是一个双关语，是对一种两个同音同形名词“人”和“石头”的混淆。参见卡西尔

《国家的神话》，范进、杨君游、柯锦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第 22 页。 

2． 赟参见陈 《形而上学、虚无与现代性意识》（待刊稿）。 

3．老子思想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一”说，它是哲学中三一式思维的典型表

达。老子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进入人文世界，实在必然具有上文所谓的三个层次，在人文世界中，事物总

是具有一体三层，我曾经称之为“名在、言在与实在”。老子通过这个发现，向我们表明，人文世界的一步

步开展同时就是事物之真实性的一步步隐匿。世界的人文化程度的系数其实也就是事物真实性减煞的系数。

赟参见陈 《形上之学与此在世界的发生——老子三一思想的阐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4期。 

Linguistic Turn And Liberation Of Humanity In Present Context 
 

Chen Yun 
(China Mod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modern thought steps into a stage called “linguistic turn”. in this age, language becomes a 

matter of philosophy discussion, in which hides the secrets of world and  existence 

 

Key words: linguistic turn, liberation of humanity  modernity 

 

投稿日期：2004=11-20 

作者简介：陈  赟，男，汉族，1973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师，哲学博士 

 



 9

 

 


